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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國的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自1935年實施以來，為的就是希望儘可能保障單親家庭的合一性(unification)，在這當中的孩童家庭輔助方案(Aid for Dependent Children: AFDC)裡，有著一系列支持低收入單親父母與孩子的社會服務，希望藉著完善的服務與資源供給，使得這些孩子能夠順利成長。　在１９９６年的社會福利改革中，服務與政策的課責有了重大的轉變。
在這些弱勢團體的服務當中，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觀念一直是改革團體爭論的焦點之一，舉凡正式學校教育。工作經驗的累積都算是人力資本的一環。 在弱勢團體的社會福利計畫當中，「給他魚不如教他釣魚」的想法雖然早已被認同，但真正在政府計畫中能夠長期被規劃。落實的「釣魚教學計畫」卻寥寥可數，只因為眾人所關心的常常只是「短期眼見的成效」。 1996年美國社會福利改革法案後的15年，「教育優先」與「工作優先」的孰是孰非至今仍是個眾說紛紜的爭議焦點。
臺灣於98年修訂通過「特殊家庭境遇條例」與「社會安全網」，條例規定中有許多與美國社會改革法案中的「暫時家庭補助方案」相似的立法精神與內容，因此，本文將藉著二手資料與政府文件的蒐集與分析，探討以下兩個主要的研究問題中心:

1. 檢視美國與臺灣兩個法案之間在人力資本精神上的運用，並比較兩者的異同點。
2. 討論臺灣在特殊弱勢家庭的扶助法案中，如何能運用人力資本的累積達成社會救助的終極積極目標-「自立」?

背景介紹
美國的社會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自1935年實施以來，為的就是希望儘可能保障單親家庭的合一性(unification)，在這當中的孩童家庭輔助方案(Aid for Dependent Children: AFDC)裡，有著一系列支持低收入單親父母與孩子的社會服務，希望藉著完善的服務與資源供給，使得這些孩子能夠順利成長，並邁向「自立」之路。但是，因著社會救助支出的日益增加，社會救助計畫的原意與呈現的效果不斷受到挑戰與質疑，歷經多次的歷史變動與政策討論，在1996年的社會福利改革中，社會救助的中心思想有了重大的轉折，改革中最大的政策目標就是希望能「結束眾所週知的社會福利(end welfare as we know it) 」。因此，改革前所遵循的「孩童家庭輔助方案」被「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法案」(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Act: PRWORA)中的「暫時家庭補助方案」(Temporary Assistant for Needy Families: TANF) 取而代之。在新的改革方案中有三個最主要的中心思想變革: 1、 將之前社會救助計畫所重視的「教育優先」理想轉變為「工作優先」政策﹔ 2、 將救助金領用時程縮短為毎人五年(終身)﹔3、 將救助計畫的設計與執行功能授權給地方政府。
在這些弱勢團體的服務當中，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觀念一直是改革團體爭論的焦點之一，而累積的途徑一般大致分為二：一為接受正式的教育，二為工作經驗的累積。特別在弱勢團體的社會福利計畫當中，「給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的想法雖然早已被認同，但真正在政府計畫中能夠長期被規劃、落實的「釣魚教學」計畫卻寥寥可數，特別是長期的扶助與教育計畫更是少之又少，只因為眾人所關心的常常只是「短期眼見的成效」。 這樣「近視短利」的困境不單在臺灣的社會福利與救助政策中是一個難解的選擇題，在1996年美國社會福利改革法案後的15年，教育優先與工作優先的孰是孰非至今仍是個眾說紛紜的爭議焦點。
臺灣於民國98年修訂通過「特殊家庭境遇條例」以及「社會安全網」，執行理念中有許多與美國社會改革法案中的「暫時家庭補助方案」相似的立法精神與內容。因此，本文主要的研究問題中心將著重於以下兩點：
3. 檢視美國與臺灣兩個法案之間在人力資本精神上的運用，並比較兩者的異同點。
4. 討論臺灣在特殊弱勢家庭的扶助法案中，如何能運用人力資本的累積達成社會救助的終極積極目標─「自立」?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屬於敘述性的討論研究，資料主要來自政府部門與相關單位的文件。公告與政府出版品，藉著第二手文件資料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與文件分析(document analysis)的方式，不但對於臺灣當前的社會救助方案作一初步通盤的了解，也參考美國行之多年的社會安全救助系統作一比較，並希望本研究能為將來進一步了解內政部所提出的「社會安全網」概念作研究奠基的工作。
文獻探討
首先，本文獻探討以「人力資本」的概念為核心，先介紹人力資本的基本命題後，再說明人力資本之於社會救助的基本關係，並接續美國與臺灣近年來在社會救助的政策原則與執行。
人力資本的概念：
人力資本所涵括的範圍很廣，舉凡一個人的知識、健康、性格傾向(disposition) 、總體素質(overall well-being)，都屬於人力資本的一部分Schultz 1961(; Becker 1993)
。人力資本的累積並不會因為工作上或生活中的使用而減少，反之，人力資本的累積是一種正向的循環﹔換言之，也就是用得越多，累積更多Becker 1993()
。一般而言，人們經常以為人力資本的累積僅限於所受的教育知識與工作相關經驗的累積。但其實修茲(Schultz)在1961年所發表的人力資本投資(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一文中表示，人力資本的投資不應只著眼在教育上、工作上，舉凡健康、家庭、以及所有能幫助一個人作內在改變以獲取更好工作機會的行動，都屬於人力資本投資的範疇與人力資本累積的途徑。
不過以最基礎的人力資本累積途徑而言，教育則被視為是最有效率且最具長期與多元功效的Schultz 1961(; Becker 1993)
。相關研究結論提到，特別是高等教育的完成，不但能大大提高一個人的就業率，最重要的是，這些工作機會通常都是全職且具有較健全福利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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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finkel and McLanahan 1994; Edin and Lein 1997; Grubb 1999; Sawhill 2006)
﹔因此，這些人力資本的累積不但使得人們減少甚至擺脫了對於社會救助的依賴，長期而言，增加了本身的消費能力。也增進了國家的稅收與國民素質的提升，對於身體健康與家庭生活的正面影響更是不言而喻Woodhall 1987(; Edin and Lein 1997)
，而社會救助系統中所希望達成的最終目的「自立」，也就能夠水到渠成。
就另一方面而言，相關工作經驗的累積也被視為增進人力資本的另一途徑，職場階梯(career ladder)的概念一直也被視為是工作晉升的必經過程。但研究也指出，這些被迫離開社會救助系統轉向就業市場的人，因著缺乏基本教育的訓練與本身健康條件的不足，通常無法融入就業的主流市場，大部分終究都還是回流到社會救助系統中，難以達成社會救助系統所希望達成的「自立」目標。
在了解人力資本的基本概念與其之於社會救助政策的關係，接下來簡要介紹美國的社會救助政策，並討論在美國社會救助的政策邏輯中，人力資本的概念是如何被應用的。
美國的社會救助：

1935年的社會安全法案的訂定，奠定了美國今日社會福利的基礎Melnick 1994(; Anderson, Sundet et al. 2000)
，但1996年的社會福利改革開始轉變了社會福利政策的原則，服務機關的課責與個人責任的承擔，即便在福利改革的原則中，似乎仍然維持著累積人力資本的理念，但這一個改革的出發點以及執行的方式，卻在在顛覆了三大傳統社會安全法案中福利救助的原則。
第一，在政策原則方面，教育優先扶助計畫的式微Hagan and Owens-Manley 2002()
﹔福利金領用人原本可以接受政府計畫的服務，在領用補助津貼期間繼續就學，並可根據自己的志趣完成高等教育的學業。但在多年實施教育優先原則仍不見顯著成效與社會救助支出日益高漲的雙重壓力下，社會福利政策的鐘擺只得從「教育優先」的一端修正擺盪至「就業優先」的另一端Watkins 2007()
。領用人必須先接受四至六星期的職業訓練，訓練期滿就開始一連串找工作的過程，而這些工作通常都是經濟與教育學者所定義的「死胡同工作(dead-end job)」，也就是不具有發展性與前瞻性的高度替代性工作Loprest 2003(; Zedlewski 2003)
。
第二，在地方服務機關方面，聯邦政府對於地方政府未達成聯邦規定標準之「補助懲罰」﹔聯邦政府對於地方政府所提供給福利金領用人的服務項目給予自由裁量權Lurie 2001()
，不過，一旦地方政府在福利金領用人總數中，有一半未達聯邦政府所規定的就業標準(接受職業訓練後找到工作，並工作滿90天)，地方政府從聯邦政府而來的福利補助則會遭到刪減的命運；反之，表現良好的地方則繼續享有聯邦的補助並可能加上額外的獎勵Zedlewski 1998()
。但是，即便這群低人力資本的族群找到工作，也常常因為個人健康或家庭因素而無法長期工作，而回到社會救助系統中，這一群回流的「累犯(recidivism)」就會造成地方政府在核定聯邦政府規定的「工作參與率(participation rate)」上揮之不去的夢魘。
第三，在個人責任方面，改變社會救助金領用人的行為McPhee and Bronstein 2003()
﹔這一群領用人也開始意識到自己在領用救助金之餘也需要負起工作的責任，因為社會救助金的發放已經不再是固定的終身每月補助津貼(entitlement)，而是轉變成每人至多領用五年的暫時救助(block grant)。而當領用人希望能夠享有暫時救助，就必須遵守職業訓練與工作的規定，而不是每個月伸手等著支票上門。但是就如同前述的困境，當這一群有著多重的工作阻礙(人力資本的缺乏加上個人健康與家庭因素的問題)的族群進入職場，仍然難以脫離貧窮的宿命。
這三個新制度建立的多元課責系統又造成了另外兩項非預期效果：「家庭合一性(family unification)」的破壞與「工作貧窮人口(working poor)」的增加。就工作貧窮人口而言，因著政策的規定，父母必須外出求職，但這些父母的教育程度與其他條件大多處於社會經濟地位低下階層，即便能夠克服就業的障礙，找到一份工作，這些工作的工資也通常是恰好符合法定基本工資的標準，對於這樣的工資收入，若要維持一個家庭的基本生活，則需要比一般工作更長的工時。也因著更長的工時，使得家庭的合一性被迫瓦解，而孩子成長過程也因為被忽視與缺少溝通，常常又「哺育」出另一代的「社會弱勢」，成為「代代相傳」的「社會救助魔咒(spell)」 Tough 2008()
。
臺灣的社會救助：

分析過去五十年來臺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蹟，成功的果實不外乎奠基於兩個重要的基礎：第一，人民胼手胝足的共同努力﹔第二，九年義務教育實施後教育的普及。在臺灣長久以來升學與學歷掛帥的年代與社會中，人力資本的概念在商業與政府部門早已是門「顯學」，商業與政府部門了解到人才對於業績成長、營收、競爭力與永續經營的重要關聯。但對於仰賴社會救助的弱勢族群之人才資本累積，一直到近２０年來才開始受到矚目。
臺灣的社會政策系統在民國５４年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中立下初步的基礎，但因為當時的社會背景與經濟環境，有許多的政策理想仍難以具體落實。而在民國８３年所頒布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更具體的訂定國家人民各方面福祉生活應負的責任，於民國９３年再次修正核定的「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更明文規定舉凡社會保險與津貼、弱勢之社會救助、社會服務、醫療保健、就業服務、社會住宅創造與社區營造均為社會政策之主要內容。

本研究乃著重於社會救助系統中人力資本的討論，而臺灣的相關人力資本累積常常都是以「家庭合一性」為政策出發點，再輔以各項具體就學、訓練措施以其達成長期優質人力資本培植，進而達成自立的終極政策目標，因此本文僅討論相關社會政策中有關於弱勢族群人力資本的主要影響範疇。
在社會福利政策綱領中社會救助的這一環，有一明文規定「國家應積極協助低收入家庭累積人力資本與資產形成，以利其家庭及早脫困」。並且在福利服務的項目中也說明國家對於身心障礙者與弱勢族群在教育、就業、醫療、福利上應該有「積極性差別待遇」的服務洪儷瑜 2001()
，以幫助其接受各項服務的機會儘量與一般人相似。在健康醫療服務方面，政府也應負起照護的責任，使得國民健康水準能夠提升，進而保障其生活總體素質與就業安全。
於民國９８年一月修訂、三月實施的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原本為「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協助遭逢變故中以婦女為首之家庭度過生命中的難關，但因社會的變遷，特殊境遇需要扶持的對象不再僅限於婦女。在新實施的條例中，更具體且全面的給予弱勢單親家庭的父／母相關的資源支持與子女教育與照顧協助，舉凡緊急的生活救助、子女的生活、托育津貼、教育補助與創業就業津貼，都是政府相關單位希望藉著家庭的「合一性」原則而設置的服務。
另外，在民國９８年一月，行政院為因應整體經濟環境的不景氣所帶來的副作用，包括自殺風險、失業率攀升、失學危機、治安問題，召開社會安全網絡會議，會議中訂出一「社會安全網」之服務概念，服務範圍涵蓋有福利安全網、治安維護網、就學安全網、就業安全網及自殺防治網。而這五大主要安全網中，以福利安全網、就業安全網、就學安全網與人力資本的培育與累積最為相關。
首先，福利安全網明確指出其服務的核心概念乃是以家庭為中心，延伸出八大次網：分別為原住民社會安全網、新移民社會安全網、兒童少年社會安全網、老年社會安全網、榮民(眷) 社會安全網、身心障礙者社會安全網、低收弱勢社會安全網、特殊境遇家庭社會安全網、家暴、性侵害被害人社會安全網。而在這八大次網中，原住民社會安全網中的托育服務、新移民社會安全網中的謀生技能訓練課程、兒童少年安全網中的托較補助與社區照顧、身心障礙者社會安全網的生活轉銜服務、特殊境遇家庭的子女教育扶助，皆屬於人力資源累積的概念運用。政府希望藉著福利安全網中的各項服務，使得各網之間的服務標的團體能夠因著額外的支持，藉著穩定的家庭力量，進而累積長期得以自立的人力資本Jones-Deweever, Peterson et al. 2003()
。
以就業安全網的服務項目而言，創業輔導、輔助就業、職業訓練以及子女服務，都是希望能以教育及職場經驗的累積，首先奠定經濟安全，提升其人力資本並強化其就業競爭力，再藉著家庭經濟的安定，使得這一群原本為弱勢就業人口的子女，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的限制而喪失與一般家庭子女相對平等的就學機會，以幫助弱勢家庭脫離社會、經濟弱勢的桎梧。
以就學安全網的服務來看，自國小至大專院校階段，經由學校或地方鄰里長認定後之弱勢家庭學生，不管在學費上的貸款補助、學雜費之減免、工讀金之補助、午餐費與紓困助學金之補助，為的就是希望受到經濟大環境衝擊家庭中的學子們，能夠繼續安心就學，使得學校教育中累積的人力資本過程不中斷，也幫助這一群學生不需要為了基本生活的自給自足而花太多時間打工，而影響學校的學習。
美國與臺灣系統的比較

經過如上的簡要的兩方社會救助系統介紹，可以大致歸納出以下三個方向：
1. 人力資本的概念精神在美國與台灣的社會救助系統仍然是被重視的:
一般而言，人力資本的累積對於弱勢族群邁向「自立」之路，在社會救助的服務理念中是具有共識的。在美國或是在臺灣，不管從教育優先或是就業優先的角度出發，最終目的都是希望能夠創造並養成具就業競爭力的人力資本。並且，政府的服務除了弱勢案主本身教育與就業相關的業務之外，更延伸至家庭與下一代相關的各項需求，期盼藉著整體一貫的措施，能夠幫助弱勢家庭早日脫貧。
2. 人力資本累積的途徑中，「家庭合一性」的因素似乎在臺灣被重視的程度更甚於美國:

美國在１９９６年之前的社會救助計畫，一直以來也都希望秉持著「家庭合一」的理想前進，但是當社會救助的鐘擺在教育優先的這一端看不出顯著成果，再加上年年破表的社會救助支出開始成為政治舞台的焦點議題，就業優先的支持聲浪逐漸佔據了舞台的中心。因著就業優先理念中嚴格的課責系統，使得弱勢案主需要投注比一般家庭更多的時間在工作上，對於家庭合一性的維持有著莫大的排擠效用。
反觀臺灣的社會安全網，因著福利安全網中明文宣示：弱勢照顧以家庭為中心，各網密切連結。因此，在政策的設計與服務的理念，都是以「家庭優先」為出發點，為的是希望孩子在生活之餘，能夠看到父／母為著家庭打拼的榜樣，在學習當中，也能體會學校生活中，知識與技能的累積也是通網將來長期經濟安全願景的必經之路。
3. 在特殊境遇家庭扶助的相關服務中，美國對於人力資本相關服務之「課責」系統規定較為嚴格:

因著七十多年來社會救助系統實施的起起落落，再加上財政及輿論的壓力，美國政府在１９９６年福利改革的內容中特別重視「課責」的機制。從微觀的案主個人。至中觀的地方服務組織。再到宏觀的整體全州的績效，都設有仔細的目標門檻與明確的獎懲條例。目的是希望藉著嚴格的課責系統能夠扭轉整體社會對於社會救助的刻板印象，也改變救助領用人之間行為的文化，讓人們瞭解：社會救助是一個短期的救急應變系統，而不該是一種長期的生活方式。
臺灣社會救助系統的漸趨成熟，大約也就是近十年來的成就，因此在課責系統上的規定與執行，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很明確的時效與目標規定。目前政府對於社會救助系統的績效評估，大致著重於服務的「量」，而非「質」。我們也可以預見，在未來，當服務機制更成熟，政策的正、負面成效隨著時間的推進而將更清楚的表面化。屆時，政府也必須開始正視課責系統的建構，以確保社會救助的服務不但能夠回應標的團體的需要，也能夠符合社會公平正義的原則。
結論

長年來，我們的目光總是注視著經濟主流人才的活力，為的是使臺灣走向更好的經濟發展、有更好的生活享受，而當經濟的富足在民國八十年代帶領臺灣漸漸走向「福利國」趨勢的同時，我們卻也發現早年所追求的「均富」卻似乎離我們愈來越遠。從民國九十年以來，臺灣的吉尼指數(國際間衡量貧富差距的指標)就一直在0.35的警戒邊緣徘徊(0.4為界限)﹔再加上近年來經濟大環境的不穩定。失業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國民需要仰賴政府短期或長期的經濟或服務支持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

社會救助的支持力量，是讓這些弱勢族群在遭逢變故、家庭需要額外支持時的一雙援手。而近年來，不管是美國或是臺灣，都意識到公共政策的規劃與執行中，民間參與力量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美國，社會救助系統中，幫助發展人力資本的機構除了公部門所設立的督導與服務單位，更有許多來自於民間非營利組織，特別是以宗教理念為中心的服務機構 (faith-based organization)。雖然他們也接受某些政府補助，也需要遵守基本的條例規定，但宗教與民間力量所能夠發揮的力量，所能夠支取的資源，卻往往比制式化的公部門服務更有實質具體的效用。
民間機構所能夠招聚的「志工」通常都是自願前來的，因此都是一支自我選擇(self-selective)。充滿服務熱忱的志願隊伍﹔而非背負著績效與行政壓力，無奈中只能選擇用制式化的「科學管理」方式來服務標的團體的基層公務人員。另外，服務的標的團體通常也會先選擇自己有「認同感」的機構，或是就近社區的服務團體找尋協助。這些心理上與地域上的認同，也會是決定服務能否長期並有效執行的先決條件。不可諱言的，民間機構的人力、物力、財力的穩定程度是不及於公部門的，捐款與財政狀況也通常是經濟景氣的風向球，但在應變處理的機制上，民間機構會具有更大的運用彈性與自主裁量權。因此，政府部門在提供弱勢標的團體人力資本的提升與累積服務時，也應該將政府與民間協力合作體系的建構視為服務整合與效率傳送的主要策略之一。
期盼臺灣在歷經９０年代的「福利黃金十年」的起飛期，至今日希望能夠達成「百年公義」的漸趨成熟期，政府所建構的社會安全網，能夠真正提升弱勢族群的人力資本，使其終能達成「自立」的目標，以實現「幼有所養，壯有所用，老有所終」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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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since the enac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Act in 1935. The purposes of the Act are to support the disadvantaged families to maintain the value of family unification; to provide a series of social services to sustain the basic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 family. Eventually, the ultimate goals of these supports are to make the family become self-sufficient and end their “generational welfare cycling journey” on the “treadmill”. 

The welfare reform in 1996 has dramatically changed several aspects of welfare services: (1) limits on the time one can receive government benefits; and (2)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that make the recipient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overcoming barriers to successful employment. In keeping with the reform emphasis on immediate employment and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 welfare policy began to change its direction in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More specifically, “work first” approaches began to replace “education-first” programs.

In Taiwan, the welfare services system has not become comprehensive until the past decade. In the newly enacted Acts and regulation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lso attempts to begin with the core of family unification and then make the effort to designated services around this value, including the support to job training, loans on venture capital, subsidies on educat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other needed miscellaneous supportive and transitional services for the family (such as monthly allowance, childcare). Comparing to the U.S. system, the Taiwanese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 does not have such an inclusiv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in place. Much of the services rationale is also similar to the U.S.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aims to employ document analysis and secondary data analysis to research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1. How does the concept on “human capital” embedded in the rationale of welfare services and implementation both in the U.S. and the Taiwan case?

2. In the case of Taiwan, how has the rationale of human capital been applied to social services in order to reach the ultimate goal of self-sufficiency?  
1

